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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八世纪前期，琉球王府相继编成的《琉球国由来记》与《琉球国旧记》皆设有辑录本国事

物起源知识的事始卷。事始卷是中国事始类类书在东亚地区流播的产物，其形成体现了事始类类

书体例发轫于中国，经日本转化，最终流布至琉球的路径。事始卷也是正始观念在琉球语境下的应

用，琉球王府意图通过追溯并纠正事物起源，为其统治合法性及社会秩序重建提供历史依据。从

《琉球国由来记》到《琉球国旧记》，事始卷的改编反映了琉球事物起源话语建构的演进。在《琉球国

由来记》阶段，事始卷虽借径《和汉事始》初步构建了本国事物起源知识体系，但因未能内化其体例，

导致其在门类设置、条目结构及具体条目书写中陷入名实不符的困境。及至《琉球国旧记》事始卷，

郑秉哲通过解构中日琉比较范式，并对原有条目进行筛选、重组与补充，最终完成了事始类类书的

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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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琉球群岛是位于中国台湾与日本九州之间的岛屿群，历史上曾存在名为琉球国的独立政权。琉球国自

明洪武五年（1372年）接受明太祖诏谕，至清光绪五年（1879年）被日本为止，在其立国的近五百年间与周边

地区建立了广泛的交流，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十八世纪上半叶被誉为琉球的“文艺复兴”时期

（波照间永吉，2014：141）。在此期间，琉球王府在积极摄取中日两国文化成果的同时，通过兴建明伦堂（见

下页图 1）、国学推广儒学，并主持编纂各类典籍以确立文教秩序。《琉球国由来记》（1713年）及《琉球国旧记》

（1731年）两部官修总志便是其中的重要成果。目前中国学界多从中琉关系史的角度出发，将二书视为考察

琉球社会变迁与中国文化传播的重要史料；日本学界在版本校订之余，多聚焦于二书编纂过程中的文献来

源及文体对比。[1]而二书中承载琉球事物起源知识的事始卷尚未得到充分探讨。厘清琉球王府在总志编纂

中引入事始卷的动因、剖析二书事始卷在门类构建与文本叙述中出现大规模改动的原因，可以深入对二书

的理解，也是有效引用其中记载的前提所在。鉴于此，本文拟从东亚书籍流播的视角出发，结合相关史料对

上述问题展开探讨。

NIHONGO NO
琉 球 学 与 琉 球 问 题GAKUSHU TO KENKYU2026年 第2期 总243号

57



琉 球 学 与 琉 球 问 题 2026年 第2期 总243号

1 琉球方志事始卷的东亚源流

人类自上古时期开始，便对“生命的诞生有一种神秘的想象和敬畏心理，这使得他们对于一切的起源都

产生了十分强烈的探测欲望”（葛兆光，2001：16）。十八世纪前，琉球群岛的人们也曾对特定的事物起源追

问，并形成了适应其时世界观的观念型知识，但尚未加以聚合。有意识地将本国事物起源解释并分类汇编，

则始于 1713年编成的《琉球国由来记》。《琉球国由来记》被誉为琉球“最庞大、最古老的体系化地理志”（冲绳

大百科事典刊行事务局，1983：874），全书共二十一卷，其中专记事物起源的卷三“事始·乾”、卷四“事始·坤”

是琉球王府系统溯源其国事物的重要尝试。关于这两卷的体例来源，岛村幸一曾从引用的角度出发，指出

《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无论从门类构建还是条目编纂，皆受到了日本儒者贝原好古《和汉事始》的深刻影响

（岛村幸一，1985：345）。《和汉事始》全书由《中华事始》与《大和事始》两部分组成，分别于日本天和壬戌年

（1682年）以及天和癸亥年（1683年）编竣，其初版刊印于日本元禄十年（1697年）。关于此类辑录事物起源知

识的书籍，学界目前尚无统一称谓。中国学者依其特征，赋予其“事始类类书”（王雪玲，2015：104）、“溯源型

类书”（潘虹，2015：2）、“事始物原书籍”（黄小霞，2015：7）等名称；也有学者将此类书籍视作“类书体小说”，

归入博物体著述之列（刘天振，2014：142）。本文暂以事始类类书代称之。

事始类类书作为中国古代类书的重要分支，编纂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北魏刘懋的《物祖》。该

类书籍的体例历经晋、唐的发展，至北宋高承《事物纪原》时趋于成熟并定型。南宋至明代，作为典范之作的

《事物纪原》得到多次增补、删订与翻刻，并衍生出王三聘《事物考》、朱权《原始秘书》、徐炬《古今事物原始》

等十余部新著。中国学人系统整理事物起源的驱动力源于儒家“格物致知”认识论。明初学者胡俨将《事物

纪原》视作“格物穷理之一助”，告诫后学应对事物起源“详观而识之”。至明正统年间，阎敬校刻该书时进一

资料来源：沖縄県立博物館·美術館 .久米村（クニンダ）——琉球と中国の架け橋[M].

那霸：沖縄県立博物館·美術館，2014：22.

图1 琉球国明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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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阐发了博学与儒者修行之间的紧密联系，明确提出：“圣门之学，以格物致知为先；文学之士，以博问洽识

为贵。而一物不知，又儒者之所耻也”（阎敬，1989：1）。此后，明成化年间的李果在《事物纪原》序中也对其

功用做了总结。他认为《事物纪原》是“多闻多见之捷径，格致穷理之蓍龟。学者苟能熟读潜玩、溯流寻源，

则涉猎酬对、泛应曲当，无所不可矣”（李果，1989：2）。这表明，对事物起源的考察在明代已被纳入格致之学

的范畴，成为儒者完备知识体系的路径之一。

事始类类书也是东亚海域书籍交流的组成部分。日本明历二年（1656年），儒者鹈饲石斋以明刊《格致

丛书》本中的《事物纪原》为底本进行训点，后定书名为《新刻事物纪原》，由京都武村市兵卫正式刊行（查雪

巾，2018：398-399）。以该书的刊行为契机，事始类类书系统整理事物起源的方法逐渐得到日本学者的关注，

贝原好古编纂的《和汉事始》即深受《事物纪原》的影响。在《中华事始》凡例中，贝原好古坦言其编纂初衷是

对《事物纪原》等中国事始类类书的修正与补遗，认为“《事物纪原》诸书所载，本编多有疏漏”。并且在实际

编纂中直接沿用《事物纪原》的部分内容：“存其旧说而录之，以资博采异闻之助”（贝原好古，1907：563-564）。

相较于具有补遗性质的《中华事始》，《大和事始》的编纂则体现了贝原好古利用事始类类书体例建构日本事

物起源话语的自觉。在完成《中华事始》后，贝原好古察觉到其时的日本“多昧于本朝之实事”，以及《览初要

集》《事始》等早期记录日本事物起源的书籍已湮灭不存，因而决定编纂《大和事始》（贝原好古，1907：689）。

此为《和汉事始》体现的事始类类书传播路径。

自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起，以程顺则（见图 2）为首的琉球赴华使节与留学生开始大量购买中国汉

籍及雕版回国。在此背景下，以《事物纪原》为代表的中国事始类类书，存在经由福州流入琉球的可能性。

然而，《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所涉中国内容多由《和汉事始》转引而来，而未直接采引中国事始类类书内容。

资料来源：沖縄県立博物館·美術館 .久米村（ク

ニンダ）——琉球と中国の架け橋[M].那霸：沖

縄県立博物館·美術館，2014：29.

图2 琉球鸿儒程顺则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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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制约因素，应有两点：其一，从汉籍流入琉球的种类来看，琉球人购买的汉籍多聚焦于儒学、教化、诗文

集、史籍、医书等（孙岩，2023：50），具有实用主义倾向。尽管中琉贸易往来频繁，但迄今为止，相关史料中尚未

发现琉球直接引入中国事始类类书的明确记录。日本学者高津孝、荣野川敦在整理现存琉球相关汉籍后编成

的《增补琉球关系汉籍目录》中，亦未见得此类书籍（高津孝、荣野川敦，2005）；其二，纵使琉球已购入中国事始

类类书，清初琉球汉语人才的缺失可能构成知识转化的障碍。十七世纪末，负责朝贡事务的闽人三十六姓后

裔汉语水平已然衰退，甚至部分人士达到“文字、音语尽行盲昧”的程度（蔡铎、蔡应祥、郑士纶等，1972：140）；

且十八世纪初，久米村人在平日活动中也多用和文，熟练掌握汉语的人成为少数（伊波普猷，1976：41）。综上

所述，文本购买的偏好以及汉语能力的匮乏，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琉球未能直接利用中国事始类类书的障碍。

十七世纪以来，受东亚地缘政治变动的影响，琉球在维持对华朝贡贸易的同时，与江户幕府及萨摩藩的

人员往来与文书传递频繁。在羽地按司向象贤摄政期间（1666-1673年），琉球王府通过奖励学术、派遣留学

生赴日等政策，有意识地推动对日本知识体系的引入。此举使首里系官员发展为具备和文阅读能力、熟知

日本知识体系的群体。1711年首里系官员编纂的琉球古语辞典《混效验集》便广泛采引日本古典文学及辞

书作为参考（外间守善，1972：236-242）。鉴于此，《和汉事始》出版不久后便进入赴日留学生或使节的视野，

将其传入琉球。而在阅读该书的过程中，琉球知识群体察觉到本国在事物起源知识整理的缺失。《琉球国由

来记》的两种序言便反映了他们的焦虑。《诸事由来记序》坦言“本国凡禁城诸公事，及每年每月所有仪式，其

所由来者，至今无从考稽焉”（向维屏、颖德安等，1997：15）。这表明琉球王府在举行公事仪式时，面临着无

法追溯仪式由来的窘境。《各处祭祀序》也有类似的表述：“各处林岳及神社、祭坛何世何年肇，能建之祭之，

今不可考焉”（向维屏、颖德安等，1997：223），可见琉球王府不但对于仪式，而且对于本国各处灵地的源流已

然缺乏了解。

这种从“禁城公事”到“林岳祭祀”的溯源诉求构成了事始类类书体例在琉球落地生根的驱动力；而《和

汉事始》的传入使琉球具备事始类类书体例的可移植性。上述所考勾勒出事始类类书体例发轫于中国、转

化于日本、最终流布至琉球的轨迹。透视这一中日琉知识流播路径可知，琉球王府有意识地对事物起源知

识进行考证与汇编，既有其文化自觉的一面，更是中国事始类类书在东亚地区流播的结果。

2 琉球王府引入事始类类书体例

事始类类书的传入构成了琉球方志事始卷编纂的外在知识背景。然而，知识的跨文化传播并非机械的

单向输出，而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其在地化的表现取决于接收主体的选择。考察中日两国的事始类类

书，可发现它们鲜明的私修特征：中国的事始类类书“自出现之初即由私人编纂，直至清代相沿不改”（王雪

玲，2015：106）；日本的《和汉事始》也是贝原好古的私家著述。在中日两国的语境下，事始类类书的功能侧

重于满足知识群体广闻博识的学术趣味。与此不同的是，《琉球国由来记》《琉球国旧记》事始卷的编纂主体

是琉球王府。这种从私修向官修的转换，体现了琉球王府对事物起源知识的重视与利用。由此，重新审视

琉球方志事始卷，需要考量作为编纂主体的琉球王府，为何会在十八世纪初国家总志的编纂中，引入对事物

起源知识进行技术性分类的事始类类书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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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观念是文献生成和发展的基础（过常宝，2024：8）。在事始类类书中，分类是组织知识的技术工具，

通过分类可以将庞杂的事物起源知识体系化，进而达成“正始”观念的文本构建。江户前期学者松下见林曾

指出：“凡事有源起，是以汉家有《事物纪原》，我朝有《览初要集》《事始》《事略钞》，皆所以正始也”（松下见

林，1907：689），可见事始类类书在日本儒者的眼中是以“正始”为旨的知识实践。松下见林所言之“正始”，

《诗大序》记有：“《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孔颖达等，2009：569）。“二南”通过记述后妃之德与家

室和谐，阐明王化的推行始于君王家室，进而感化天下，以此确立诗之所正在于王道之始。东汉学者郑玄则

将正始具象为时间意义上的起点，认为“二南”标志着周代王道教化在历史上的开端（秦东京，2024：70）。东

汉公羊学者何休对于正始的理解则更侧重于政治秩序建构，他认为：“政莫大于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气，正

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左丘明、杜预、孔颖

达，2009：3720）在他看来，政治首要厘清本源，因此《春秋》开篇才要追溯万物之始的“元”，通过对“元”的正

确阐释，由上而下完成天、王、诸侯乃至境内治理的层层秩序构建。正始也由此成为政治秩序的逻辑起点，

确保源头之正可赋予权力运行与社会秩序以合法性依据。

由此观之，琉球王府编纂事始卷应非单纯的文献存录，而是正始观念在琉球语境下的一次应用。《琉球

国由来记》之《诸事由来记序》有如下记载：

夫王者之治其国也，莫要乎礼。故周公制礼，天下为之法焉。盖我中山，自舜天王而来，明王更作，良臣

交出。既至尚圆王，而礼法大备矣。奈何文契未盛，典记不备……伏遇我王聪明天纵，德政日治。竟以国事

之不轻，念及周代之盛功，特命臣向维屏、颖德安、向维藩、向弘业等，大修典记。 （向维屏、颖德安等，1997：15）

此序言将舜天王（琉球舜天王朝的建立者）至尚圆王（琉球第二尚氏王朝的开创者）的王统演进，比拟为

政统初创到礼法完备的进程。这种叙事方式淡化了琉球权力更迭中的暴力底色，转而构建出一套基于礼法

承袭的连续性逻辑。后文进一步将编纂《琉球国由来记》赋予“念及周代之盛功”的意涵。所谓“盛功”，实指

周公制礼作乐，确立社会秩序的历史功绩。在儒家传统中，对此盛功最为念及的当推孔子，其在礼崩乐坏之

时提倡克己复礼、渴望重整秩序。对于十八世纪初的琉球王府而言，“文契未盛，典记不备”不仅仅意味着本

国文献的缺失，更意味着原本完备的礼法秩序面临被遗忘的危机。因此，“念及周代之盛功”蕴含着一种通

过重整典籍，追溯并厘清琉球礼法原点的政治自觉。这一时期琉球王府对“礼”的推崇，也得到政治空间上

的印证。首里城守礼门匾额在清康熙以前多悬挂“首里”二字，仅在中国册封使来琉时改换“守礼之邦”（见下

页图3）；而康熙年间（1662-1722年），琉球王府决定将其永久更易为“守礼之邦”（蔡温，1962：105），标志着“守

礼”真正从外交辞令转化为内在的治理思想。综上所述，琉球王府对各项事物起源的追溯，是为了在文献中重

构一个礼法完备的过去，而这一被建构的过去将为琉球王府的统治提供历史依据和合法性支撑。

琉球王府产生正始诉求的原因，还须回到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琉球的历史语境中予以讨论。近年

来，日本学界在探讨琉球历史上的重大社会转折时常引入“世代更替「世がわり」”这一概念，旨在提示由外

部冲击所引发的结构性变化。1609年萨摩藩的侵略便引发了琉球的“世代更替”。此次事件不仅导致奄美

五岛[2]被迫脱离琉球版图，更使琉球遭受萨摩藩的经济盘剥和政治控制，深刻改变了琉球旧有的社会秩序。

61



琉 球 学 与 琉 球 问 题 2026年 第2期 总243号

随着康熙二年（1663年）中琉封贡关系的重启，琉球王府以此为契机，在向象贤、程顺则、蔡温等主导下，开启

了从颓势中寻求复兴的历程。王府一方面通过平衡外交巩固琉球国际地位，另一方面则借助《位阶定》与

《琉球中山王府官制》等成文法典强化君权、完善官僚体制，同时辅以“御财制”等措施重振经济。这种由内

而外的秩序重建，不仅依赖于制度层面的革新，更迫切需要通过文字与历史叙事进行合法性证成。正如外

间守善所指出的：“深刻的历史焦虑促使十七世纪起的琉球人相继整编了《思草纸》《中山世鉴》《中山世谱》

《琉球国由来记》等重要典籍，以图确认自身文化存在的确证与主体性”（外间守善，1997：595）。在此意义

上，《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在内的各种典籍编纂，已超越了单纯的记录功能。其是琉球统治阶层重塑本国

内外秩序、从历史中确立自我定位的一种文化工具。

鉴于“本国诸旧记由来多因不详”（那霸市企画部市史编集室，1982：225），尚贞王于 1703年正式设立旧

记座，任命首里系贵族向元良为首任旧记奉行，开启了对本国事物起源知识的制度化收集与整理。旧记座

的设立虽然奠定了事始卷编纂的制度基础，但彼时的琉球在史料的可及性上却面临着巨大挑战。在科学工

具尚未完备的古代，对事物起源的探索并非专注于物性的探源，而更侧重于时间维度上的追溯，这种倾向导

致事物的溯源往往依赖文献记载进行。琉球国虽然在中日两国先进文字表达以及贸易外交需求的影响下

引入汉字与假名作为书写体系，但直至十七世纪中期，琉球王府仍未形成系统的修典意识，致使其在知识生

产上长期处于“被书写的他者”的地位。因此，彼时的琉球面临着了解过往的强烈需求与可参考资料匮乏之

间的深刻矛盾。1534年，册封正使陈侃到访琉球后惊讶于其“国无典籍”（陈侃，1970：24）；1579年册封正使

在其使录中也感叹：“琉球狄陋寡文，原鲜属缀；求其掞蔚飞芳欲几囊代之佳笔，不可得也”（萧崇业、谢杰，

1970：149）。中国册封使的描述或有些许夸张，但仍能反映琉球绝非是一个典籍浩繁的国度。而 1609年萨

资料来源：鎌倉芳太郎 .沖縄文化の遺宝[M].東京：岩波書店，1982：26.

图3 守礼门“守礼之邦”匾额，镰仓芳太郎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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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和汉事始》与《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门类对照表

书目

门类

《和汉事始》

《中华事始》：天地门、人伦门、岁时门、居处门、衣服门、

官位门、器用门、宝货门、饮食门、人事门、文教门、武备

门、礼乐门、典制门、技术门、动植门、佛家门。

（《大和事始》另增神事门）

《琉球国由来记》卷三、卷四

乾：天地门、居处门、衣服门、动植门、饮食门、财器门、典制门、文教门

坤：人事门、礼乐门、伎术门、宝货门、释门、游戏门、生类门

资料来源：贝原好古《和汉事始》及向维屏、颖德安等编《琉球国由来记》。

摩藩的入侵更是导致琉球“家家日记、代代文书、七珍万宝尽失无遗”（闵氏喜安亲方蕃元，1970：48），使得

《琉球国旧记》的编纂者郑秉哲发出“况我琉球国，原无纪籍。前代事故，颇致湮没”（郑秉哲，1962：4）的感

叹。在琉球史书编纂中也有体现，向象贤在 1650年编纂琉球国史《中山世鉴》时，也因为缺乏本土典籍可考

而面临依赖中日文献以及金石文的困境。

为了应对文献缺失带来的困境，旧记座在成立之后开始督导首里以及地方官员编修志书，相继形成了《八

重山御岳由来记》《那霸由来记》等地方文献。同时，琉球王府通过整合士族家谱和《神歌主取家元祖由来记》

《御养父之由来》等世系记录，构建出一个涵盖地理、祭祀、家族等不同维度的文献体系。至此，琉球王府在拥

有外部事始类类书体例可移植的基础上，也具备了史料上的可及性。旧记座成员向维屏、颖德安、向维藩、

向弘业也于1713年十一月编成《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由此正式出现在琉球官修文献之中。

3 《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对《和汉事始》的承袭和调整

任何知识都从属于系统，仅仅停留在整体认识层面不足以真正深入把握对象，需要通过相同、不同、相关

等属性的比较，获得对事物联系与区别的认识（李凯，2023：119）。《琉球国由来记》卷三“事始·乾”及卷四“事

始·坤”的编纂是琉球事物起源知识从整体性认识向内部系统化演进的表现，其以15门类辑录琉球事物起源条

目174项，初步搭建起琉球国的事物起源知识体系。此举的实现，基于对事始类类书《和汉事始》的参考。

《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对《和汉事始》的承袭，首见于门类。如表 1所示，《和汉事始》首先区分“中华”与

“大和”两国，前者设 17门类；后者则于典制门和技术门之间增设神事门，扩充为 18门类。《琉球国由来记》事

始卷在沿袭《和汉事始》门类设置的基础上，形成以“天地门”为首、分设 15门类的结构。值得注意的是，《琉

球国由来记》事始卷在体例中引入了中日事始类类书中未见的“乾”“坤”作为卷名。从形式上，此举可以看

作是对 1711年琉球古语辞典《混效验集》乾坤分卷惯例的延续。池宫正治曾推测《混效验集》乾坤二卷由于

编纂者不同，其分卷形式可能体现了卷目成立时间差异（池宫正治，1995：25-26）。但考虑到《琉球国由来记》

其余卷次均未采用此法，事始卷独用“乾坤”应承载了编纂者的深层意图。乾坤二字暗含了“混沌初开，乾坤

始奠”的生成哲学，将其应用于《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的分卷中则可以通过系统梳理事物起源，构建琉球文

明始于天地交感的宏大背景。而且《混效验集》与琉球各由来记、旧记的编纂时间相近，文化诉求也有一致

性。《混效验集》是为解读琉球歌谣集《思草纸》而编，对唯一反映了十二世纪至十七世纪琉球本岛及离岛情

形的琉球本土文献进行解读，正是琉球人溯源本国的表现（外间守善，1972：227）。因此，乾坤分卷不应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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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册考量，更是琉球在确立主体性的过程中，试图通过典籍追溯自身文明根源的一种文化自觉。

其次，通过表 1可发现《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在沿袭《和汉事始》门类的同时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在门

类上，将器用门改为财器门，使生类门脱离动植门而独立，并且新增了反映琉球风俗的游戏门；而岁时门、官

位门、人伦门及武备门在《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中则缺失。若放眼《琉球国由来记》全书，可发现岁时门与

官位门的内容并非被剔除，而是被分别整合到卷一“王城之公事”与卷二“官爵列品”中。这种整合存在政治

考量的逻辑：一个政权或者君主，必须说明自己在时间里的角色。这是因为涉及到有关权力合法性的重大

政治问题，有着特别重要的政治意义（孙英刚，2013：76）。《琉球国由来记》的这种调整，实际是将时间秩序和

政治秩序的起源从事物起源知识中独立，升格为琉球王权下更具特殊地位的政治知识。至于“武备门”和

“人伦门”的缺失，应同样基于政治考量。源于中国事始类类书的“武备门”，内容主要涉及阵法、射艺以及武

术三个部分（王小兵，2022：31），这些内容在日本武士社会中已臻成熟，《和汉事始》亦有用武、舟军、火战、武

艺等共九项条目（贝原好古，1907：758-760）。琉球编纂者有意隐去“武备门”，固然有武备知识在当时琉球社

会结构中趋于边缘的客观现实，但更深层的动机可能在于规避萨摩藩监视下潜在的政治与军事风险。而

“人伦门”本应辑录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等儒家社会伦理在琉球的起源，编纂者选择避谈人伦，或是

儒学在十八世纪初的琉球社会以及首里系官员中尚不显赫的体现。综上所述，事始卷门类的增损逻辑，不

仅反映了琉球与中日社会结构的差异，也反映了琉球在复杂地缘政治中确立本国主体性时的谨慎。

除门类设置上的承袭，《和汉事始》对《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的影响还体现在编纂视角和具体条目的引

用上。从编纂视角来看，贝原好古在《和汉事始》中通过划分“大和”与“中华”构建了中日文化比较的框架。

而《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则在具体条目的书写中继承这一框架，并将其拓展为追溯中、日、琉三国事物起源

的结构。以卷三“扇”为例，其文如下所示：

当国，自神代，槟榔扇制用之欤。中华，女娲氏造扇；又舜作五明扇。又《事物纪原》云，吴人以鸢尾翼

作扇；周昭王时，鹊翅作扇，是始也。日本，见蝙蝠作扇。 （向维屏、颖德安等，1997：103）

该条目依次记载了琉球、中国及日本的扇之起源。当条目对象为三国共有之物时，编纂者往往遵循“琉

球-中华-倭国”叙述次序；若条目对象涉及中日其一时，则维持“琉球-中华/倭国”的二元参照结构。这种文本

结构的建立，折射出编纂者试图通过三国起源的对比，重新审视琉球地位的意图（木村淳也，2010：166-167）。

在十八世纪初期琉球主体性增强的历史背景下，三国起源对比隐含了编纂者申明琉球国在明清宗藩体系与

日本幕藩体制下，仍自成一国的特殊性。这一意图在《琉球国由来记》卷二“官爵列品序”中也有展现，编纂

者通过记述琉球各官职的起源、发展，得出“我中山虽属万里海外，而论其所行，则犹与中华俱坐一席矣”（向

维屏、颖德安等，1997：48），意在申明琉球在官制的完备性上，已比肩中国。这种从官制完备推导出的“文明

对等论”，与事始卷中的三国并立框架相呼应，共同塑造了琉球作为礼法主体的独立形象，为王府建构了合

乎统治秩序的历史时空观。从具体内容看，《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大量援引了贝原好古《和汉事始》中的记

载。据岛村幸一统计，《琉球国由来记》引用《中华事始》有 58条目、66处；引用《大和事始》则有 49条目，55处

（岛村幸一，1985：334）。考虑到《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收录的 174条目中，近三分之一直接引自《和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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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足见该书是琉球编纂者建构事物起源知识体系的直接参考书目。因此，从门类设置、编纂视角以及具

体条目，都可以充分体现《和汉事始》对《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的影响。

《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效仿《和汉事始》体例写就，初步使琉球事物起源知识从分散走向整合，且意图

在中日琉三国比较视域下，构建出具有主体性的事物起源知识体系。然而，若从名实论的角度审视，《琉球

国由来记》事始卷的编纂仍存在缺陷。如《墨经·经上》“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吴毓江、孙启治，

2006：479）所言，知识的组织理应名实相符。将“事始”作为一种特定的话语在“类”的框架内加以建构时，所

体现的不仅是事物起源知识个体的集合，也应展现哪些事物可被追溯、如何追溯，以及它们在知识体系中的位

序。然而，《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在门类设置、条目结构以及具体条目书写中，均表现出名实脱节的困境。

在门类设置上，《琉球国由来记》虽然承袭了事始类类书中展现宇宙观的天地门，但在该门类下却没有

具体展开对“天”或“地”的起源、构成、运行等重要事项的记载。这与中日事始类类书中“天”“地”作为构建

世界观基础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在琉球编纂者所参考的《大和事始》中，对天地、日月、星辰、风、雷、五行、

天汉、海等均有详实的起源知识辑录（贝原好古，1907：691）。这种名实脱节也存在于天地门之外的门类中，

共同构成了《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的整体面貌。其次，在条目结构上，编纂者试图通

过“琉-中-日”三国并立的比较视角来彰显琉球的地位，但实际却使琉球的“事始“陷入名不副实的境地。琉

球本土文献的匮乏不仅导致琉球事物起源的深层阐释空间受到挤压，而且在与中日两国详实的文献考证对

比时，更凸显了琉球事物起源知识的不确定性。结果而言，在《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的总体记述中，“琉球

事始”作为叙事主体的地位未能完全确立，在个别条目甚至被淡化乃至边缘化。这在前文提到的《琉球国由

来记》卷三“扇”中便有所体现。此外，具体条目书写中也呈现名实脱节的情况。事始卷设立的直接目的是

追溯事物的本源，然而其收录的条目中有诸多内容缺乏明确的时空坐标。例如卷四“渔猎”仅记载“当国，

渔，自往古有之也”（向维屏、颖德安等，1997：117）寥寥数语。生类门中对动物源流的记录也大多止于地域

（中华、日本或琉球），而未记载具体的引入者和时间。此类条目虽形式完备，但缺乏具体的起源叙事，导致

了事物起源知识建构中的名实脱节。

综前所述，由于琉球本土文献的缺失，《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的编纂者在填充外部引入的事始类类书

体例时，面临可考资料匮乏的窘况，从而导致编纂中出现名实不符的困境。这种困境不仅削弱了琉球事物

起源知识体系的严密性，也限制了其作为王府文化工具的解释力。琉球上层对此也有清醒的认知，随后《琉

球国由来记》被改编为《琉球国旧记》的原因就在于：“（《琉球国由来记》）所编辑者，多载汉和之事。或以繁

冗，而不适乎用；或以糠粃，而不足乎传”（郑秉哲，1962：4）。“多载汉和之事”指向了事始卷在条目结构上的

失衡，而“或以糠粃，而不足乎传”则揭示了事始卷记载缺乏严格考证的问题。由此可见，事始类类书体例的

引入并不能直接赋予琉球构建自身事物起源“实”的能力。如何将事始类类书体例转化为逻辑完备、具有琉

球主体性的事物起源话语，仍是彼时琉球王府亟待解决的课题。

4 《琉球国旧记》事始卷话语形式的突破

概念的发生和发展，既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客观映射，也受到人类社会客观历史进程的制约（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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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1980：52）。《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受限于彼时琉球文献的系统性匮乏，致使外部引入的事始类类书体例

未能与琉球事物起源知识形成有效契合，最终使“琉球事始”限于名实不符的困境。为此，在《琉球国由来

记》编纂完成后，琉球王府随即启动了新一轮的地方文献采集工程，通过行政命令向各间切[3]下达搜集地方

资料的公文，并且要求部分间切编纂新的旧记或由来记，以全面了解各地的人、事、城之渊源。[4]这种自上而

下的文献采集，为琉球事物起源话语的重构提供了新资料。此时琉球王府面前的道路有两条，一是采纳中

国明清方志体例，依托纲目体对各地知识进行整合；二是对《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进行改造，重塑琉球的事

始话语。琉球王府首先尝试了第一条道路，由此催生了汉文总志《古事集》。

《古事集》原典虽已佚失，幸赖冲绳学者镰仓芳太郎的抄录，其内容得以留存至今（见图 4）。关于该书的

成书时间，波照间永吉根据书中记事下限止于雍正二年（1724年），推断应介于《琉球国由来记》（1713年）与

《琉球国旧记》（1731年）之间（波照间永吉，2014：165）。据《镰仓芳太郎资料集（笔记篇）第二卷》抄录，《古事

集》共有十三册，其体例较《琉球国由来记》发生显著的转变。该书采用明代方志较为普遍的纲目体，以行政

区划“郡”为纲，各郡之下分设建置、胜形、山川、火神、土产、关梁、寺社、古迹、神社等目（冲绳县立艺术大学

附属研究所，2006：691-802）。虽然这一转变反映了琉球知识群体对中国方志体例的自觉借鉴，然而《古事

资料来源：沖縄県立芸術大学附属研究所編 .鎌倉芳太郎資料編（ノート篇）第二

巻[M].那覇：沖縄県立芸術大学附属研究所，2006，卷前：4.

图4 《古事集（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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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的事物起源书写限于目之范畴内，而缺乏对“事始”的整体性回应。《古事集》也未能满足琉球王府正始

的政治预期，仅被保管于评定所。鉴于此，琉球王府停止对中国方志体例的继续模仿，转而尝试重塑事物起

源话语。

在《古事集》之后，琉球王府于雍正八年（1730年）令久米村士族郑秉哲对《琉球国由来记》进行改编。郑

秉哲（1695-1760 年）是琉球国政治家与史学家，号浚桥，童名真德，和名伊佐川亲方佑实，曾于雍正二年

（1724年）至雍正六年（1728年）留学北京国子监，归国后历任要职，并承担了琉球官修典籍《中山世谱附卷》

《琉球国旧记》《球阳》的编纂工作。郑秉哲对《琉球国由来记》的改编于雍正九年（1731年）告竣，新修总志定

名为《琉球国旧记》，全书共有正卷九卷、附卷十一卷，体例为因事立目的图经变体（陈捷先，1996：21）。《琉球

国旧记》是继《中山世鉴》改编为《中山世谱》后，琉球王府再一次将和文汉文混用文献改编为汉文文献。汉

文的使用不仅“是琉球使自己融入国际社会的语言手段”，更促使琉球人“树立了用汉文叙述自己的正史和

家族集团历史的文化态度”（高良仓吉，2013：1）。在此意义上，《琉球国旧记》对汉文的使用，不仅是文字的

转换，更是对琉球文化主体性的确认与延续。而且相较于《古事集》，《琉球国旧记》重新引入了辑录事物起

源知识的事始卷：郑秉哲增删与重组《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的内容，最终汇编为收录事物起源条目 87项的

《琉球国旧记》卷四“事始”。

编纂者对知识与语词的选择，不仅是编排理念、分类逻辑及词汇运用的体现，更意味着素材在“编”与“纂”

的重塑过程中，转化为符合成书时代习惯的表达方式，从而折射出时人对事物的认知倾向（刘静贞，2019：83）。

这一视角为解析《琉球国旧记》事始卷提供了切入点。通过对条目的筛选、整合与重构，郑秉哲构建起一个

名实相符的事物起源知识体系，并且将琉球王府对本国文化与历史秩序的深层认知投射于《琉球国旧记》事

始卷的文本之中。

在《琉球国旧记》事始卷中，郑秉哲并未沿袭中日事始类类书的体例（见下页图 5）。这首要体现在并未

预设固定的门类划分。《琉球国旧记》事始卷仅以“事始记”为副标题，其后直接展开各条目的辑录。相比于

《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的 174项条目，《琉球国旧记》事始卷大幅精简至 87项，体量的缩减直接降低了多级

门类划分的必要性。而且，舍弃源自事始类类书的门类划分有助于避免方志体例与事始类类书体例的混

淆。伊波普猷等学者曾在琉球史料丛书本的目录中尝试为《琉球国旧记》事始卷增补划分了天地门、衣服

门、动植门、饮食门、财器门、典制门、文教门、人事门、礼乐门、伎术门、宝货门、游戏门、释门、居所门共 14种

门类（伊波普猷、东恩纳宽惇、横山重，1962：10-12），但这种后设的门类出现了条目错类的分类困境。如“伎

术门”中存在“赠位”词条，与技术并不相关，应归类为礼乐门；与佛教事物相关的“释门”中出现“骑马”词条，

“骑马”这一事物应置于“伎术门”中；“居所门”中的“爬龙舟”词条明显不符合主题，或应置于“游戏门”。由

此可见，固定的门类划分未必契合十八世纪三十年代琉球的事物起源认知脉络。类书本身是社会文化发展

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分类意识、分类能力达到一定高度，知识沉淀达到一定厚度的必然结果（刘全波，

2013：88）。复杂的分类逻辑需以丰富的事物起源知识为基础。在事物起源知识尚不丰富的十八世纪前期，

郑秉哲将“事始”本身作为一种独立的“类”进行呈现，不失为一种构建名实相符叙事的选择。

其次，《琉球国旧记》事始卷摒弃了源自《和汉事始》的国别比较模式。如前所述，在《和汉事始》确立的

中日二元对照框架下，《琉球国由来记》的编纂者虽引入了琉球维度，却因文献记载薄弱而稀释了琉球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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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的叙述。针对这一现象，郑秉哲在每一条目中皆删除全部用以对照的中日事物起源文本，仅留琉球自

身的事物起源记录。[5]这种舍弃三国对照、独留琉球叙事的做法将“琉球事始”从一个从属于“事始”、并行于

中日的子类，提升为具备独立阐释的主体，使《琉球国旧记》事始卷的内容实现了“琉球事始”的名实对应。

在确立琉球作为事始卷叙述主体的基础上，郑秉哲进一步通过条目筛选实现卷名与条目内容的对应。

如前所述，《琉球国旧记》事始卷的条目从《琉球国由来记》的 174项锐减至 87项。其中，郑秉哲有意识地剔

除了《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中的日本事物。无论是《琉球国由来记》卷三中作为文字标识的“片假名”“假

名”“伊吕波”，还是卷四中属于日本民俗范畴的“打鞠”“羽子板”“石团子”“京太郎”等均被排除在《琉球国旧

记》事始卷之外。这种剥离实质上划清了琉球事物与日本事物的界限。其次，针对缺乏明确时空坐标、来源

不明的条目，郑秉哲同样进行了大规模删减。通过剔除这些“糠粃，而不足乎传”的条目，郑秉哲不仅提升了

《琉球国旧记》事始卷的可信度，而且在筛选中重新定义了何为“琉球事始”、规定了什么条目可以纳入“琉球

事始”之中。

最后，在具体条目的编纂中，郑秉哲通过引入新材料与严密的文本考辨，对部分琉球事物的起源与演进

进行了重构，“学校”条目的改编中便为其中的典型。《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对学校的记载仅有寥寥数

资料来源：郑秉哲 .琉球国旧记 .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第十五

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3.

图5 《琉球国旧记》卷四事始，那霸市历史博物馆藏写本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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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当国，学校者，唐荣人员于天妃庙学。准学校者欤”（向维屏、颖德安等，1997：109）。这一记载不仅语焉

不详，而且缺乏明确的时间记录，使琉球的学校起源记录处于模糊状态。相比之下，郑秉哲在《琉球国旧记》

中增补了详实的记录，赋予了较为明确的时空间坐标：

学校

万历年间，有郑迥者，尝以官生入监。返国后，旋擢紫金大夫（今称总理唐荣司）司教。每旬三六九日

诣讲堂，稽察诸生勤惰。厥后金正春，亦授斯职。时奉王谕，选择文理精通者一人为讲解师，以教通事、秀

才等。又择句读详明者一人为训诂师，以诲若秀才等。然而未设学校，但于天妃堂以为讲堂。

至于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尚敬王世代始设学校于圣庙之东，而庙学灿然大备矣。 （郑秉哲，1962：83）

通过该条目的重写，郑秉哲从两方面完成了对琉球“学校”起源的追溯与建构。首先是由点及线的时序

建构。他将郑迥、金正春等个体的教育活动，追溯为琉球教育制度的萌芽，从而为琉球的文教事业确立了早

期的源流。其次是对琉球教育制度演进的还原。郑秉哲通过对“总理唐荣司”教育职能的确立、三六九日的

教学周期、讲解师与训诂师的差异化分工，以及从天妃堂临时借用到圣庙东侧正式建校的空间变迁，勾勒出

琉球教育从民间活动向国家制度化转型的轨迹。这种基于时序与制度细节的扩充，使“学校”在琉球语境下

不再是《琉球国由来记》中模糊的“准学校”，而是一个拥有一定内涵的制度实体。在《琉球国旧记》事始卷

中，郑秉哲通过类似的补充，使《琉球国由来记》事始卷中原本模糊的事物起源，转化为拥有具体时间、空间、

人物支撑的历史记录，由此实现了条目的名实对应。

从《琉球国由来记》到《琉球国旧记》，事始卷的形成与变迁并非仅是对外部事始类类书体例的接受与调

整。它具体投射着琉球王府在社会秩序重建时期对文化边界及知识权力的主动探索。通过郑秉哲的改编，

“琉球事始”实现了名实对应，重新划定了知识边界，而且完成了琉球事物起源知识体系从自发模仿到自觉

建构的转向。这一过程可视为事始类类书的琉球化。

5 结 语

琉球方志事始卷的编纂，展现了琉球王府作为一个政治主体如何整合外部知识观念，进而建构自身文

化主体性的过程。“丝绸之路”与“书籍之路”作为古代东亚文化交流的两种独特模式（王勇，2003：5），深刻形

塑了中国文化向周边地区流播的网络。明清时期，琉球在与中国舟楫相通、直接吸纳中国文化的同时，亦以

日本为中转站，通过“书籍之路”间接摄取中国知识，《琉球国由来记》与《琉球国旧记》事始卷的编修便是中

国事始类类书在东亚流播，进而影响至琉球的实证。同时，二书事始卷的编修也是琉球王府在“知识-制度-

文献”的互动之中推动本国事物起源知识体系构建、变迁的产物。其内在逻辑表现在三个维度：在知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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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源自中国的事始类类书体例不仅为琉球提供了整理事物起源的书写范式，也触发了琉球王府辑录本国

起源知识、构建自身事物起源知识体系的文化自觉；在制度层面，事始卷通过对事物起源的追溯与矫正，将

源自中国的正始观念转化为维护统治合法性、重建社会秩序的话语；在文献层面，这种话语成功地将外部知

识体例与王府统治需求相绾合，凝结为具有鲜明本位意识的官修文献。应当注意到，琉球方志事始卷的编

纂不仅是琉球对本国事物起源知识的整理，更是东亚知识环流与琉球知识建构的交汇。

[本文为202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琉球门中制与宗族社会研究”（批准号：23BSS049）阶段研究成果。项目负责人：刘丹]

注释：

[ 1 ] 如：島村幸一 .『琉球国由来記』巻三·四『事始·乾坤』について：特に、『中華事始』『大和事始』の引用に関連して[C]//山本弘文先生還暦記

念論集刊行委員会 .琉球の歴史と文化：山本弘文博士還暦記念論集 .東京：本邦書籍，1985：315-348；呉海燕 .『琉球国旧記』の編纂特性に

ついて——『琉球国由来記』との比較を通じて[J].沖縄文化，2006（110）：1-30；木村淳也 .『球陽外巻 遺老説伝』本文と研究[D].東京：明治

大学，2010：147-172；波照間永吉 .『古事集』：『琉球国由来記』と『琉球国旧記』の間にあるもの[J].沖縄文化，2014（116）：141-168；島村幸

一 .琉球文学の歴史叙述 .東京：勉誠出版，2015：258-322等。

[ 2 ] 即喜界岛、德之岛、奄美大岛、冲永良部岛和与论岛。

[ 3 ] 间切是琉球地区从古琉球时期到1907年的二级行政区划单位。

[ 4 ] 具体可参考渡嘉敷间切的例子。根据渡嘉敷間切由来記[C]//神道大系編纂会 .神道大系 神社編 五十二 沖縄 .東京：神道大系編纂会，

1982：519记录：1725年，渡嘉敷间切官员在系图座的指导下编写了《渡嘉敷间切由来记》。《渡嘉敷间切由来记》开篇有觉书，记录了系图

座向渡嘉敷亲云上传递的文件、渡嘉敷亲云上的回信以及渡嘉敷间切各地头的往复文书。通过这些文书可知，系图座要求地方提交的资

料包括所在间切主城之演变、御岳及井川的由来及祭祀、间切内的功勋人物、新奇事闻等。

[ 5 ] 以“刑法/刑罚”条目的书写为例，《琉球国由来记》卷三“刑法”为：当国、刑法、上古者、神出见、凡人之行、不善者、神宣言加刑罚。当世道衰

微之时、不仁乱逆之徒、出世衡行、加刑罚（此处省略约 70字）何世始哉、不可考。中华、黄帝、始作刑也。虞书舜典云。象以典刑、流宥五

刑（此处省略约 250字）圣人至公至平之意也。和国、「兼良公曰（此处省略约 200字）故曰。刑上古已起。而在《琉球国旧记》卷四“刑罚”

则只保留了琉球方面的记录：遗老传云：上古之世，人有不善，即有神出现。必托宣其人行某事，以惩戒之。当此之时，民不能行不善。及

世道衰微，人心渐变，遂神不复现于世矣。自中古世，乱逆之辈，恃权行法，畏势用谄。是以定法制度，以治民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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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Shishi Volumes in Ryukyuan Local Gazettes from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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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 the Ryukyuan government successively compiled two official general gazettes, Ryukyu-

koku Yuraiki and Liuqiuguo Jiuji, both of which featured a "Shishi" volume dedicated to recording the origins of domestic insti-

tutions and customs. It was a product of the reg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eishu about Origins across East Asia. This pro-

cess exemplifies a transmission path where the Shishi genre originated in China, underwent transformation in Japan, and even-

tually spread to Ryukyu. The "Shishi" volume represente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Zhengshi" concept within the Ryukyuan con-

text; the government intended to provide a historical foundation for its ruling legitimacy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order

by tracing and rectifying the origins of various matters.From Ryukyukoku Yuraiki to Liuqiuguo Jiuji, the adaptation of the "Shi-

shi" volumes reflected an evolution in the Ryukyuan government's discourse-building strategies regarding origins. At the stage

of Ryukyukoku Yuraiki, although the "Shishi" volume initially established a knowledge system of national origins by drawing

on the Japanese work Wakan Kotohajime, it failed to internalize this external model. Consequently, it fell into a dilemma of

"discrepancy between name and reality" in its category settings, entry structures, and specific narratives. Zheng Bingzhe's com-

pilation of the "Shishi" volume in Ryukyukoku Yuraiki marked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Leishu about Origins. By deconstructing

tripartite comparative models and meticulously restructuring the original entries, he moved beyond simple imitation to estab-

lish a distinctively Ryukyuan discourse on origins.

Keywords: Ryukyu; Origin of Objects Knowledge; Wakan Kotohajime; Ryukyukoku Yuraiki; Liuqiuguo Jiu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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